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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三百年”是民国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使用较多的一种固定表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

产生的叙事模式。 梁启超先生最先对“近三百年”进行历史界定,赋予其反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
服务社会现实等内涵,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是这

一叙事模式的实际开创者和推动者。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时的学术、政治、外交、宗教等

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有明显的时代印

记。 “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产生,不仅受到近代西方文化强势输入及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而且与清季

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 “近三百年”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果”,将有清一代

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

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这比以“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 “近三百年”叙事模式以资

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以“时段”理论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强调整体研究的方法,更加注

重以史经世,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

观。 这一叙事模式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

术、政治与社会,是对清史研究范式的新探索,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近三

百年”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当代学者在使用“近三百年”论述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

其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进行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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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学者的清史书写中,“近三百年”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段或历史单元,当时出现了很多以

“近三百年”命名的论著,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先生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蒋维乔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陈安仁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许造

时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龙榆生先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相关论文亦不在少数①。 “近
三百年”虽然不能完全和有清一代划等号,却是民国学者论述清代史事,尤其是清代学术史,使用较多

的一个词汇,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模式。 有清一代享国 268 年,而以“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将有

清一代的兴衰史迹、思想变迁拉伸、拓宽,追源竟流,比简单的断代叙事脉络更为清晰。 “近三百年”历
史叙事反映了当时学者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诸问题的一种方式,有着特定时代的重要学术和理论

价值,很值得关注。 学术界虽然有所涉及,但多将其视为一种固定表达,而未专门探究其产生的历史根

源、概念界定、叙事特色、理论价值等。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近三百年”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以梳

理、探讨其内涵和别具特色的叙事模式。 管窥之见,敬祈方家教正。

一、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讨论“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我们不得不提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该书最初是

1923—1924 年间,梁先生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是以“近三百年”进行清

史书写的典范。 “近三百年”之所以能够广泛出现在当时及后世学者的著述当中,被学界所接受并形

成一种固定表达,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梁启超先生此著的影响。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然只是研究

清代学术史的著作,但实际上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清史书写模式,是梁先生反对封建史观,试图建立新的

史学体系的一次尝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以传统的学案体体例行文,而是按章节排布,以“反理学”思潮为经,以

各家学说为纬,描绘了一幅全新的清代学术发展脉络图。 梁先生在书中对“近三百年”的概念界定、运
用、解释等都比较清晰,也引发了学界研究清代学术史的热潮。 因此,说梁启超先生是“近三百年”历
史叙事的实际开拓者,当不为过。

梁启超先生的“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方式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固定的历史单元进行界定。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先生开

篇就对“近三百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他强调:“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 因为晚明的二十多

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 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

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 1923 年。 上溯三百年前之 1623
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 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 17 世纪、18 世纪、19 世

纪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1]1 也就是说,梁先生将“近三百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单位”,准确来讲是

从 1623 年到 1923 年,模糊而言则是 17 世纪、18 世纪、19 世纪三个世纪,时间跨度正好都是三百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所以未将清代开国的 1644 年作为论述的起点,是因为在梁启超先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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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论文如王钟麒《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胡适《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张星烺《近三百年斐律宾华侨状况》、许地山《近三百

年来印度文学概观》、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谈月色《近三百年书法变迁谈》、方龙伯《近三百年蜀中书画家小传》、杜耀光《近三百年来

我国人民移殖概况》、王纪贞《近三百年来我国民族运动之概观》、杰人和方豪《近三百年来之浙江主教》、郎擎霄《近三百年来中国南部之

民间械斗》、张健甫《近三百年来的广西》、张健甫《近三百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演进:为纪念国父逝世十七周年》、刘仁成《近三百年来中

缅外交关系》、复明《近三百年江苏学者生卒年表》、郑鹤声《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马櫆隆《近三百年中国政治思潮源论》,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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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来龙去脉” [1]2。 如果我们以发展的

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历史,就会发现,任何历史事件、历史问题的出现都要经过酝酿、成熟、衰落、消
亡的过程,这也与梁先生借佛教“生住异灭”所讲的学术思潮分期相吻合[2]2。 “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正是包含了清代学术从启蒙到全盛直至衰落的全过程。 这种叙事方式,比简单的断代叙事,更能反映

有清一代学术的兴衰史迹。
第二,为“近三百年”赋予政治内涵,具有反对封建史观的意蕴。 20 世纪伊始,梁启超先生便发表

了《中国史叙事》《新史学》两篇宏文,旗帜鲜明地批判传统史学,倡建“新史学”,反对以帝王为中心的

历史叙事,倡导进化史观,由此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 基于此一历史观,其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
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有清一代学术的论述,基本摆脱了传统史观的束缚,将时代思潮作为贯穿其中的

主线,并与西方的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更为宏观的视角将清代的经学、史学、地理学、科学等的发展演

变、成就与不足呈现出来,使得中国历史不再是帝王将相的家族史,开辟了专门史的新领域。 这也是

“五四”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标志。
第三,将“近三百年”置于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中进行研究。 17-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

命的发展,启蒙运动席卷西方世界。 同一时期,中国正在经历明清易代,清政权统一全国,但在政治制

度和社会经济结构上,仍是传统的模式。 中西历史由此分野,中西差距开始加大。 梁启超先生曾逃亡

日本,又亲历欧洲,所以,他在论述有清一代学术时,遂将中西“思潮”或者说中西“启蒙运动”进行比

较。 因此梁启超先生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些中西比较的意蕴。 20 世纪初年,梁启超等人开始改变由

原先对西方器物和制度层面的锲入,进而深入到文化思想层面的认识,从而看到了西方近代文化同中

国传统文化的差异,发表了《新民说》,提出了国民性改造术语。 梁先生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有意识

地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进行比较。 他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果尔,吾前清一代,亦
庶类之。” [2]167 在他看来,清代学术同欧洲文艺复兴一样,也是“以复古为解放”的。 又指出:“‘清代思

潮’果何物耶? 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 其动机及其内容,
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

端焉。” [2]5

“以复古为解放”的观点最早见于梁启超先生 1902 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他

在文中指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
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 [3] 这是“以复古为解放”的雏形。 后来,他又对这

一观点进行了阐释:“纵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
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 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 第三步,复西汉之

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2]9 在中西“思潮”或启蒙运动

的比较中,梁启超先生探讨了清代学风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异同、清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等问题。
萧萐父先生曾经指出,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明清之际以来的思想学术潮流与宋明理

学相比较而察其异,再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潮相对照而见其同” [4] ,洵称的论。 梁启超先生

之所以重视中西文化的比较,乃在于通过学习西方启蒙思想,破除中国传统观念的束缚,以促进思想

解放。
第四,通过“近三百年”叙事模式,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连接。 关注现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研究历

史就是要为现实服务,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这样一部著作。 该书的书写范围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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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23 年,这也是梁先生开始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时间。 因此,他在书写清史的同时,也在

书写当代史。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专辟三章讨论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关系,正是试图通过学术史书

写影响政治,其服务现实的用意不可谓不明显。 梁先生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纳入清代学术史的脉

络之中,视为清末思想界的一大重镇,并指出其时的任务是“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

‘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1]36。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姊妹

篇《清代学术概论》中,他更专门讨论了其学术思想。 显然,这是需要一定胆识和自信的。 此外,梁先

生之所以浓墨重彩地描绘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更在于说明他们对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诱

发,挹彼注兹,古为今用,为思想启蒙助力。
可以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是一部清学史,也是一部当代史。 梁启超先生通过建构“近三

百年”叙事模式,打通历史与现实,试图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与指导。 “近三百年”所蕴含的反

对封建史观、倡导思想解放、服务社会现实等史学观念也被当时学者广泛接受,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的

清史书写。

二、民国时期的“近三百年”清史书写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作为一种全新的清史书写方式,是在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又
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广泛出现在那个时代的清史研究当中,尤其在学术史研究领域大放异彩。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清代之前,“近三百年”大多作为时间概念出现,并没有固定的或特殊的

含义。 如元代何中曾说:“自邵子以来,至今近三百年间,未见再有邵子也。 若从事于邵子之学,则世岂

多邵子哉?” [5]明末吴应箕在《启祯两朝剥复录》中说:“本朝近三百年,其间大礼、大狱,争者不一,受祸

者亦不一。 要,无如三案之酷。”②孙承泽在《山书》中说:“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设制科以来,迄今近

三百年,从无废弛。”③以上所提到的“近三百年”都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且在史籍中并不多见。
清末至民国,“近三百年”出现的频次明显增多,以之称名的论著也不断涌现。 继梁启超《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之后,钱穆的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陈安仁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等相继问世。 这些著作主要出现在学术史领域,在当时的学者看来,
近三百年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学术成就。 如王国维先生指出:“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
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 [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撰作,受梁启超的直接影

响,他不同意梁启超把清代学术视为“王学之反动”的观点,提出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继承发展的“每转

益进说”。 钱先生将宋明以迄清代的社会与学术视为一个整体,提出“理学本包孕经学为再生”“不识

宋学,即无以识近代” [7]等观点,后经其高足余英时阐发而形成“内在理路说” [8] 。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

年哲学史》所论,上自顾炎武,下及王国维,试图构建清初以至民国初年近三百年的哲学谱系。 他认为

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可以分为两大时期:一是复演古来学术,二是吸收外来思想。 因此,他将中国近三百

年哲学思想也分为两大时期:前期包括理学派、考据学派、公羊学派,后期则为介绍西洋思想派[9]1-3。
是著初版于 1932 年,虽以“哲学史”命名,但实际上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而更偏向于学术

史。 因为该书既没有对“中国哲学”作出界定,也没有以中国哲学家们所特有的问题统摄全书,如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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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泽《陈言求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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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书》(
 

清抄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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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体用问题、动静问题等。 无怪乎有学者指出,该书“与其说是一本哲学史,不如说是一本中国三百

年来几个学者的治学概要与处世态度记” [10] 。 不过,这正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者对“中国哲学”的一种

态度。
其实,早在梁启超、钱穆、蒋维乔等人之前,就已经有学者以“近三百年”为题开展清代学术研究。

1906 年 10 月 19 日,《申报》开始连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大势论》,署名“僇”。 “僇”为晚清著名小说批

评家王钟麒在担任《申报》主笔时使用较多的一个笔名。 王钟麒通过对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变迁史的勾

稽,提出“学术代衰”的论点:“泰西之学术,历久而愈盛,中国之学术,历久而愈衰。”也就是说,近三百

年的中西学术,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在文中,王钟麒不仅着重阐述了清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而且

对清代学术进行了分期和分派。 他认为学术与政治紧密关联,指出:“立国之要道有二:曰政治,曰学

术。 二者若形影之相附,不可须臾离。 凡各国学术之盛衰,无不与政治有关系者,而中国其尤著者也。
中国历代学术之盛衰,无不与政治有关系者,而近三百年其尤著者也。 是故欲言近三百年之学术,当先

言近三百年之政体。”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所以变迁之故,则皆以政治问题为总因”。 基于此,他将清

代学术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顺康一变、雍乾一变、嘉道一变。 在这三个时期中,顺康之时实学最盛,经学

门径初开;雍乾之世,考据学最盛,能绍东汉之家法;嘉道之世,是经学学派大变之时代,今文之焰既张,
古文之势遂绌,思想界亦渐次发舒。 关于清初学术,他分为“四大宗”:以孙奇逢、吕留良、刁包为代表

的道学;以顾炎武、阎若璩、张尔岐、胡渭为代表的经学;以万斯同为代表的史学;以黄宗羲、颜元、李塨、
王源、刘献廷、彭士望、王夫之、孟远为代表的经世学。 这四派之中,他最为推崇的是“经世学”,认为

“非三家村学究所能比”。 在清代学者中,他认为“其人最著名,足为当时代表者”为顾炎武、黄宗羲、吕
留良、李颙四人。 此外,他还重点表彰了毛奇龄,认为他“以汉学独树一帜而俯视千古” [11] 。 除《近三百

年学术变迁大势论》之外,王钟麒尚撰有《论欲救中国当表章颜习斋学说》《近世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论》
等,对清代学术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在清末民初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学术与政治往往纠结在一起,当时讨论学术问题往往以政治为归

宿。 他们之所以急切地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乃在于学术与政治密切相关,乃在于“学术思想,常为

社会之前导,一国学术思想之销沉,即为民族文化坠落之见端” [12]1。 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提出,不仅与

中国传统学术自身的变革有关,更与近三百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密不可分。
“近三百年”并非仅见于学术史书写领域,在政治史的论述中,也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这

在革命者笔下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张健甫在《近三百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演进》中,按民族革命的

发展,将近三百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南明福王继位南京,至“鸦片战争前后,回疆与猺(瑶)民
之乱先后平定止”,第二时期从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三元里抗英,至“光绪二十年唐景崧在台湾独立

止”,第三时期从甲午战败,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现时抗战为止”。 他认为,这三百年间,具有两个特

点:一是清朝的失政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各民族为争取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持续的革

命运动[13] 。 马櫆隆《近三百年中国政治思潮源论》一文认为,近三百年的政治思潮可以纳入三大主题

范畴:“一是‘固族自保’的民族思想,由此而生出‘兵制’与‘边防’(以篇幅所限均未引入)的国防观

念;一是以‘天下为主’也可以说是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由此而生出对于‘藏天下于筐篋’的‘国法’或
‘王法’以及‘以宦官宫妾为心’的‘臣道’之狠命痛击底崭新的‘法律’思想和‘伦理’观念;一是‘平均’
‘共生’的经济思想,由此而有‘均地利’与‘复井田’的主张;这三种思想可以说是为了‘富天下’‘强天

下’与‘安天下’(均颜习斋语)所必由的大道,也可以说是在‘天崩地解’时代的时代先觉为了未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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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出现,而共同拟定的粗略图案。” [14]王纪贞《近三百年来我国民族运动之概观》主要介绍了近三

百年间的四次民族运动的发展演进:明末清初民族运动、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运动、义和团民族运动、国
民革命及中国国民党革命[15] 。 张健甫、马櫆隆、王纪贞等站在清王朝的对立面,昌言“民族革命运动”
“政治思潮”等,很明显带有强烈的“反满”倾向。

此外,在宗教、外交、外国文学等学术领域也出现了以“近三百年”命名的论著,如杰人、方豪《近三

百年来之浙江主教》,刘仁成《近三百年来中缅外交关系》,张星烺《近三百年斐律宾华侨状况》,许地山

《近三百年来印度文学概观》等。 这表明,“近三百年”叙事模式,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认可和使用。
“近三百年”之所以广泛出现于当时学者的论著之中,是有着深层次的时代根源的。 首先,“近三

百年”是在中西政治文化比较中产生的叙事模式。 自明中叶以来,西方传教士开始不断涌入中国。 特

别是到清代中后期,西学强势输入与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使得民族危机加深,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向西

方学习,自强求富。 “近三百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可以说,“近三百年”是西方与中国接

触、碰撞的三百年,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深刻自我反思的三百年。 正如廖平所言:“予以春秋以前之中国,
即今日之西人。 西人通商已近三百年,耳濡目染,渐革旧俗。 今日之西人,实较春秋前之中人为文明,
是古非今,俗说与情事正相反。” [16]

其次,“近三百年”的提出,与清季民初兴起的“反满”思潮有很大关系。 清朝末年开始,政治局势

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已发生变化,历史书写者的政治和学术立场随之而变,很多学者从属革命阵营,在叙

述清代历史时,有意识地淡化了“清代”的影响,转而以“近三百年”指代有清一代。 随着革命浪潮席卷

全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广泛传播,“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也得到当时学者的普遍认可。
最后,“近三百年”被广泛接受,在于这一理论本身具有的合理性。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众多因素长期积累的集中爆发。 因此,我们研究某个朝代的历史,既需要追溯其发

生的“序幕”或“前奏”,也需要了解其造成的“结果”或“影响”。 梁启超先生提出“近三百年学术史”而
非“清代学术史”,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本身包含着清代历史的“前因”和“后
果”,消弭了朝代更迭造成的历史隔阂,较为清晰地展现了清代历史发生、发展、兴盛、衰亡的完整图景,
这比以“断代”叙事更具合理性。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改变了传统的断代叙事模式,标志着中国近代

知识分子开始有意识地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是在东西文明强烈碰撞的刺激下而产生的叙事模式,它广泛存在于学术、政

治、外交、宗教等诸多研究领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史学解释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带
有明显的时代印记。

三、“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理论价值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无论是从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

值看,我们都必须重视清代历史研究。 现阶段清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重实证、轻理论,重微

观、轻宏观,重研究、轻应用的倾向比较明显” [17] 。 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清史

研究体系,发挥好清史研究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是摆在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三百年”历史

叙事的提出及其对清史研究的理论建构,恰恰为当代清史书写提供了理论借鉴。
第一,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反对封建史观。 无论是梁启超等人的“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还是马健

甫等人的“近三百年”政治史论,“启蒙”或“变革”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在启蒙思潮的引领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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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启蒙运动的比较中,当时以“近三百年”称名的论著中,选取的往往都是在学术、政治或其他方

面具有启蒙意识的学者,更加强调社会变革、思想解放有力地冲击了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封建史观。
民国时期的“近三百年”历史叙事,跳出英雄史观,以普通学者为中心书写历史,为史学领域的进一步

解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梁启超等人对“近三百年”叙事模式的探索和实践,不仅是中国近代知识分

子自觉自醒的体现,更为当时的清史研究确立了范式,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清史书写。
第二,以“时段”理论冲击“断代”叙事。 梁启超先生将“近三百年”作为“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

位”,并概括为“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已经具备了“时段”的雏形,这与“断代”叙事已有明

显不同。 如果对“近三百年”历史叙事进行理论升华,跳出具体的历史脉络,“近三百年”代表的正是一

个“时段”,它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源流、因果和内在逻辑。 “时段”叙事与“断代”叙事相比,更能体现

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可以说,“近三百年”以“时段”叙事冲击了传统的“断代”叙事,开创了一种新的历

史叙事模式。 谈到“时段”理论,我们不得不提法国“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把

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分别对应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 布

罗代尔虽然提出“时段”理论的三个层次,但他更看重“长时段”理论,更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忽
视“短时段”的事件史和当代史的研究。 反观“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它以时代思潮为主线,突出个体在

时代思潮中的重要作用,将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重视对当代史的研究和阐发,强调连接历史与现实。
第三,强调整体叙事方法。 历史研究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引导,把学术问题纳入一定的框架或体

系之中,以大统小,以小见大,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 但是,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精细化,史
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愈益明显,这很容易造成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的片面解读甚至曲解。 而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纳入时代思潮当中,探究历史演进的大趋势和大问题,是
一种强调整体性的历史解释体系。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体现的是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研

究方法,为克服历史研究中“碎片化”倾向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第四,更加注重以史经世。 民国学者在描述“近三百年”时,时间范围各不相同,但时间下限则一

致,那就是“今年”“当下”等。 如梁启超所言“近三百年”指从“今年”(1923)上溯三百年至天启三年

(1623)。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所说“近三百年”起自明崇祯元年(1628),迄于“本年”(1928)。 他

在文中谈到:“从本年起倒推上去直到崇祯元年为止,恰巧有三百年。 这三百年中,除却崇祯纪元十六

年,中华民国纪元十七年外,其余百分之九十,都属于清代,自然,我的论文也以清代为主体。” [18] 陈安

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概论》(1934)谓“中国近三百年历史,从明末清初以迄于今” [12]1。 许造时

《中国近三百年岁计表》所述中国近三百年“岁计大数”,“起自清初,近迄见在”,分“前清顺治初年迄宣

统三年”“民国二年至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十七年)至本年(二十年)”三个时期④。 蒋维乔在《中国

近三百年哲学史》的例言中对“近三百年”有如下说明:“本书叙述清初以至现代哲学思想之变迁,故名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9]1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近三百年”叙事,以“当下”作为时间下限,贯通古

今,在古史叙事中发现当代、服务现实,以史经世。 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提出,政
治意义要大于学术意义。

“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清史书写。 由于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学术影

响力,以及民国众多学者使用近三百年书写清代历史,“近三百年”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性表达,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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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一些学者在清史书写中,仍然以“近三百年”指代有清一代或那个时段的历史[19-29] 。 这表明,“近
三百年”历史叙事在当代仍然具有很高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深刻影响着当代的清史书写。 如存粹学社

1971 年至 1975 年间曾分别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论集》《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经济史论集》为名,编
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研究的论文多辑,收录范围从明代后期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与梁启超

先生所论“近三百年”大致吻合。 来新夏先生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名《清人年谱知见

录》,但在实际撰写过程中,来先生发现,如果以“清人年谱”命名,像刘宗周、朱之瑜、张煌言等没有直

接在清政权下生活、但对清代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一些卒于民国时期、致力于推翻清政权

的人物,都不能笼统地称为清人,也就无法纳入年谱之中;而如果以“近三百年”命名,这些问题则会迎

刃而解。 因此,最终将该书定名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30] 。 这也说明,“近三百年”较之“有清

一代”,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和容纳性。 郑吉雄《近三百年历史、人物与思潮》一书则直接借用梁启超、钱
穆两先生“近三百年”之“旧名”,他说:“自梁任公、钱宾四两位先生提出‘近三百年’一词概括晚明至清

末中国学术思想的梗概,至今又已近百年。 由于本书各篇讨论的内容,时间范围和两先生的两部《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相若,仅地理范围上略扩及东亚地区如韩国、日本,虽学殖荒落,弥用自愧,我仍乐于

沿袭旧名,用为书题。” [31]由此可见,郑教授所论,受梁、钱两先生“近三百年”叙事的直接影响,不同之

处在于将地理范围扩大到东亚地区。 也有学者开始反思“近三百年”的名义问题。 鲍国顺先生提出清

代学术的三种名义:一是以“清代”为名,二是以“中国近三百年”或“近三百年”为名,三是以“近世”或
“近代中国”为名,并指出这几种称名各自存在的问题。 他将“近三百年”视为一种固定表达,并充分肯

定其价值,认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名称相较于“清代学术概论”,更“符合真实的情形”,但使用“近三

百年”论述有清一代学术,如果不了解其特定含义,很容易望文生义,以为系由自己当时上溯三百年,引
起时间断限的误会。 因此,他仍用“清学”之名,来代表这三百年左右的学术思想[32] 。

需要指出的是,“近三百年”虽然大致相当于有清一代,但对于不同的历史书写者而言,其指代的

具体时间范围又有所不同,导致对这一理论的界定和解释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在使用“近三百年”书
写清代历史时,有必要对其重新进行历史界定。 要明确“近三百年”的时间断限,说明“近三百年”与有

清一代的关系。 “近三百年”虽然主要描述的是清代史事,但不能完全和有清一代划等号,它的时间范

围包含又不局限于有清一代。 看似差别不大,实则相距甚远。 这关系到晚明和民国初年学者应否纳入

的问题。 此外,还要关注“近三百年”在民国与当代的不同意涵。 当代学者使用“近三百年”书写清代

历史,显然是受到民国学者的影响,但由于时代不同,“近三百年”的内涵也已经发生明显变化,如其中

蕴含的中西比较意蕴和“反满”倾向随着时代的变迁渐趋消失。 重新界定的目的在于,明确“近三百

年”的时间断限、研究范围、理论内涵等。
总之,“近三百年”和“有清一代”是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两个概念,在一定语境下,以“近三百

年”书写清代历史更具合理性、弹性,更能建构起对清代历史源流的完整认识。 回望梁启超先生等所处

的时代,“近三百年”历史叙事显然代表的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它虽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但转而

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以历史主动精神反思中国学术、政治与社会,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根本途径,
为清史书写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解释体系,故而值得予以关注和进一步深入探讨。

四、余论

20 世纪 80 年代,萧萐父先生在《评梁启超的“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一文中曾感叹道:“近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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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尚未出现更新的以‘近三百年’为特定对象的思想史著作,学者们往往按社会史的分期,以十九

世纪中叶为界,前后分成两段,致力于分头研究,虽分别有一些水准较高的论著问世,仍难以如实反映

中国思想启蒙运动曲折发展的全貌。” [4]萧先生此论,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倡导学界关注“近三百年”历
史叙事。 萧先生认为,思想史分期是不能与社会史分期完全等同的,以社会史分期为分界的清代思想

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以“近三百年”为特定对象,恰能克服清代思想史在分期上的不足。 时

至今日,距离萧先生发表此文又近四十年,我们欣喜地发现,“近三百年”历史叙事广泛出现在当代学

者的论著之中,成为当下清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充分说明这一理论与时俱进的品格。
沿着民国学者开辟的“近三百年”清史研究之路,在总结当代清史书写得失的基础上,我们应当继

续深挖“近三百年”历史叙事的理论内涵,通过阐释、运用其所蕴含的“时段”叙事模式与整体研究方

法,以史为鉴,以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重新审视清代社会历史发展诸问题,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清史话语

体系,牢牢掌握清史研究的话语权,才能不断将清史研究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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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st
 

300
 

years 
 

is
 

a
 

fixed
 

expression
 

frequently
 

used
 

by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writing
 

of
 

Qing
 

history 
 

and
 

it
 

is
 

a
 

narrative
 

mode
 

generated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t
 

that
 

time.
 

Liang
 

Qichao
 

was
 

the
 

first
 

to
 

define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300
 

years  
 

endowing
 

it
 

with
 

connotations
 

such
 

as
 

opposing
 

the
 

feudal
 

view
 

of
 

history 
 

advocating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and
 

serving
 

social
 

reality 
 

try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riting
 

of
 

Qing
 

hist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is
 

the
 

actual
 

founder
 

and
 

promoter
 

of
 

this
 

narrative
 

mode.
 

The
 

past
 

300
 

years 
 

historical
 

narrative
 

widely
 

appeared
 

in
 

many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academics 
 

politics 
 

diplomacy 
 

and
 

religion
 

at
 

that
 

time 
 

establishing
 

a
 

brand-new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which
 

marks
 

the
 

awakening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e
 

emergence
 

of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past
 

300
 

years 
 

is
 

not
 

only
 

influenced
 

by
 

the
 

strong
 

input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debat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but
 

also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anti-Manchu 
 

trend
 

of
 

thought
 

that
 

emerg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past
 

300
 

years 
 

contains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t
 

stretches
 

and
 

broaden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hange
 

of
 

thought 
 

traces
 

the
 

origin 
 

and
 

eliminates
 

the
 

historical
 

estrangement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It
 

clearly
 

shows
 

the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which
 

is
 

clearer
 

than
 

the
 

narrative
 

context
 

of
 

writing
 

of
 

dynastic
 

history.
 

The
 

narrative
 

mode
 

of
 

 the
 

past
 

300
 

years 
 

opposes
 

the
 

feudal
 

historical
 

view
 

with
 

the
 

bourgeois
 

enlightenment
 

thought 
 

impacts
 

the
 

traditional
 

Dynastic
 

Theory 
 

narrative
 

with
 

the
 

Period
 

Theory  
 

emphasizes
 

the
 

overall
 

research
 

metho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reflects
 

a
 

way
 

for
 

scholars
 

to
 

think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t
 

that
 

time 
 

and
 

represents
 

a
 

progressive
 

historical
 

view.
 

Although
 

this
 

narrative
 

mode
 

was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it
 

turned
 

to
 

Chinese
 

history
 

as
 

the
 

standard
 

and
 

reflected
 

on
 

Chinese
 

acade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with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It
 

is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Qing
 

histor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writing
 

of
 

contemporary
 

Qing
 

history.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ast
 

300
 

years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hen
 

contemporary
 

scholars
 

use
 

the
 

past
 

300
 

year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its
 

time
 

limit 
 

research
 

scope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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